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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共建 “一带一路”的实践、发展和创新持续影响和塑造当前地

缘关系,同时也为地缘关系研究带来新的启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２０世纪以

来的国际政治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单一空间控

制为中心的主流地缘政治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日益凸显.随着技术发展,尤

其是数字技术对海、陆、空等地缘空间人地活动的赋能,当代地缘关系日益呈

现空间网络化特征.在复合型地缘关系中,同一区域内各种地缘权力多元并

存;单一国家的地缘权力则更加复杂化,地缘空间控制不再是获取权力的主要

方式,合作与地缘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 “一带一路”实践通过数字化基础设

施加强共建国家间的跨区域联系,突破了传统地缘空间限制,形成了不断扩大

的、带有地缘聚合效应的合作网络,展现出塑造复合型地缘关系的能力,并为

复合型地缘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实例支撑.同时,数字技术支持下共建 “一带一

路”实践也将持续塑造全球地缘关系的未来发展,促进地缘空间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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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３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首次

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并强调 “要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

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

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① １０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开启了立足陆地和海洋推进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新时

代.目前,共建 “一带一路”已得到１５０多个国家和３０多个国际组织的积

极响应.这一倡议促进了世界不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不仅打破了一些西方

国家所推崇的、以地缘政治对抗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叙事,而且不断塑造着合

作共赢的新型地缘关系.
所谓地缘关系,主要指国际行为体基于地缘因素进行互动而产生的国际

关系.地缘政治理论是当前研究国家间地缘关系的主流理论.但是,由于主

流地缘政治理论存在的内在缺陷和部分国家强调地缘政治对抗的政策实践,
地缘政治理论往往与霸权主义、地缘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等偏见相联系,其

局限性日益凸显.一些西方学者套用主流地缘政治理论解读 “一带一路”相

关政策和经济社会活动,这些解读带有对 “一带一路”的误读甚至蓄意抹

黑.基于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中国与美西方在国际

发展、国际治理领域的竞争态势,导致部分国际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政治

化.随着 “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的不断拓展,西方学界对于 “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的关注和支持也有所增加,如一些学者注意到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

在地缘开放性和制度包容性上进行了制度创新.② 但整体而言,对于 “一带

一路”倡议对全球地缘关系整体影响的理论研究仍相对欠缺,尚不足以系统

性澄清地缘政治理论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
还需指出的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正值新一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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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８日,第３版.
参见 Colin Flintand Cuiping Zhu,“The GeopoliticsofConnectivity,Cooperation,and

HegemonicCompetition:TheBeltand RoadInitiative”,Geoforum,Vol９９,２０１９,pp９５Ｇ１０１;

ChienＧpengChung,“WhataretheStrategicandEconomicImplicationsforSouth AsiaofChina’s
MaritimeSilkRoadInitiative?”,ThePacificReview,Vol３１,No３,２０１８,pp３１５Ｇ３３３.



数字时代复合型地缘关系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价值 □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之时.２０１７年５月,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要将 “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并首次提

出 “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① 在２０２３年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

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

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② 作为数字时代的开放性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

倡议在多个层面上体现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以及对数字时代地

缘关系的探索.从根本上看,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与数字时代的全球生产

方式相互适应,在加强共建国家互联互通的同时,力图调和统一陆、海、空

等不同地缘空间,在确保组织框架的地缘开放性的同时形成发展实践的地缘

聚合效应.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探索和发展日益展现出数字时代全

球地缘空间的复合、联通特征,创造了地缘关系理论发展的新机遇.

二、现有地缘政治理论及其在 “一带一路”研究中的局限性

学界对地缘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其中相当大部分集中在围绕地缘

空间产生的权力争夺上,并由此形成了核心要素各有侧重的地缘政治理论.地

缘政治学是地缘关系研究中一个相对系统、影响力较大的分支,它将地理空间与

国家权力分布相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审视社会经济活动.一些研究基于传统地缘

政治理论来认识和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但它们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局限.
(一)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及其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倡议

从理论体系和现实影响来看,以阿尔弗雷德马汉 (AlfredMahan)为

代表的海权论、以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JMcKinder)为代表的陆权

论对地缘政治理论体系的影响最为深远.基于英国崛起的经验,海权论认

为,海洋贸易是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基础,而海军建设和海上封锁是大国竞争

和国土防御的关键.③ 陆权论则认为,２０世纪大国扩张空间受限,经济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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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

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第３版.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２版.
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一兵译,同心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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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互更加频繁,国家间竞争性上升,而陆权国家在资源自给自足和防御方

面拥有潜在优势.① 陆权论和海权论的影响力超过空权论②等竞争理论,成

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基于２０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西方学者对

陆权论和海权论进行了改良和扩充.例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JSpykman)的 “边缘地带”(rimland)理论强调陆、海交界区域

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③ 英国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 (JamesFairgrieve)
则重视位于强权国边缘、时常面临强权威胁的 “破碎地带”(shatterbelt).④ 此

外,部分现代研究者强调重点区域间 “通道地带”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关键

战略意义.⑤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涌现出将非传统空间加入地缘

政治分析的讨论,其焦点集中于大国对非传统空间的管理和争夺,以及非传

统空间活动对现有国际政治的影响.⑥

西方学者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可分为 “国内驱动论”和 “国际驱

动论”,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国内驱动论将 “一
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产物,往往认为 “一带一

路”与 “走出去”倡议均由国内产能过剩推动.⑦ 在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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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Geoffrey 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Routledge,１９８５,pp１５Ｇ３３;HalfordJMackinder,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AStudyinthe
PoliticsofReconstruction,NewYork:HenryHoltandCompany,１９１９,pp６Ｇ３７

空权论认为,空军的跨境作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屏障,甚至能够触及敌国内陆,
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

论»,阎学通、陈寒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３页.

MichaelPGerace,“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Geopolitics,Containment,and
After”,ComparativeStrategy,Vol１０,No４,１９９１,pp３４７Ｇ３６４;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

国»,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３８~５０页.
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缘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９页.

RobertDKaplan,TheRevengeof Geography:Whatthe Map TellsUsaboutComing
ConflictsandtheBattleagainstFate,NewYork:Random House,２０１２

See Edward DMansfield and NitaRudra,“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７５,No２,２０２１,pp５５８Ｇ５８５;Cathy Downes,“StrategicBlindＧ
Spotson Cyber Threats,Vectorsand Campaigns”,TheCyber DefenseReview,Vol３,No１,

２０１８,pp７９Ｇ１０４;Samantha Bradshawetal,“The Emergence OfContentionin GlobalInternet
Governance”,in Who Runsthe Internet?:The Global MultiＧStakeholder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CentreforInternationalGovernanceInnovation,２０１７,pp４５Ｇ６６

LeeJonesandZengJinghan,“UnderstandingChina’s ‘BeltandRoadInitiative’:Beyond
‘GrandStrategy’toaStateTransformation Analysis”,Third WorldQuarterly,Vol４０,No８,

２０１９,pp１４１５Ｇ１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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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部分研究将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Johnson)解释日本经济高速增

长的理性选择理论①应用于中国,强调 “一带一路”是由国家推动、为企业

开拓市场、同时塑造宏观经济布局的政治经济策略,一方面对市场造成扭

曲,一方面带有战略博弈色彩.另有部分国内驱动论聚焦 “一带一路”经济

合作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强调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目标在于确立

意识形态合法性,② 因而对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形成挑战.
国际驱动论的地缘政治色彩则更加鲜明,它将 “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

国对外部的挑战,尤其是对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TPP)谈判、南海局势紧张的回应.③ 这类研究往往强调 “一带

一路”倡议的政治色彩,并将其与西方发展投资,包括与日本带有国家干

预色彩的海外合作相区别.部分研究认为,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相比基

于市场模式的西方发展投资风险更高、回报时间更长,因此不应被视为经

济驱动的项目,而是旨在达成特定政治目标,④ 加强中国对部分区域的政治

影响,⑤ 或是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政治工具.⑥ 部分研究还提出,中国

通过非对等经济合作关系加强对合作伙伴的政治经济控制,⑦ 强调 “一带一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理性选择理论将日本经济起飞归因于职业官僚对企业的理性引导,约翰逊将这种模式与苏

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相区别.参见 ChalmersJohnson,MITIandtheJapanese
Miracle:TheGrowthofIndustrialPolicy,１９２５Ｇ１９７５,RedwoodCity: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２.

AndreasMøller Mulvad,“Xiismasa HegemonicProjectinthe Making:SinoＧCommunist
IdeologyandthePoliticalEconomyofChina’sRis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４５,

No３,２０１９,pp４４９Ｇ４７０
SeePeterFerdinand,“WestwardHoＧtheChinaDreamand‘OneBelt,OneRoad’:Chinese

ForeignPolicyunderXiJinping”,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９２,No４,２０１６,pp９４１Ｇ９５７;JeanＧ
MarcFBlanchardaandColinFlint,“TheGeopoliticsofChina’s MaritimeSilk RoadInitiative”,

Geopolitics,Vol２２, No２,２０１７,pp２２３Ｇ２４５;Tom Miller,China’s Asian Dream:Empire
BuildingalongtheNewSilkRoad,London:Zed,２０１７,p２４

WilliamJNorris,ChineseEconomic Statecraf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２０１６,p２;Gregory TChin,“China’s Bold EconomicStatecraft”,Current History,Vol１１４,

No７７３,２０１５,pp２１７Ｇ２２３
ElizabethEconomy,TheThirdRevolution:XiJinpingandtheNewChineseState,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pp１Ｇ１５
CarolijnvanNoortandThomasColley,“HowDoStrategicNarrativesShapePolicyAdoption?

Responsesto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４７,No１,

２０２１,pp３９Ｇ６３
JonathanHoslag,TheSilkRoadTrap:HowChina’sTradeAmbitionsChallengeEurope,

Cambridge:Polity,２０１９,pp２Ｇ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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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合作的 “武器化”.①

(二)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在 “一带一路”研究中的局限性

２０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演变和技术发展,使得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局限

性日益凸显.其对 “一带一路”等当代地缘关系的解释因而存在一定谬误.以

陆权和海权理论为基础,西方地缘政治理论遵循一套相对一致的逻辑,其中,
地缘空间与权力关系的互动决定了地缘关系的形态 (见图１).但是,西方地缘政

治理论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新技术的涌现无法做出足够回应,其对国家间竞争的

过度强调导致对 “一带一路”的理解出现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图１　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空间—权力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是变量局限性.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往往将地缘空间控制视为影响国际

格局的核心变量,这反映了过去西方强国在扩张和相互竞争时期的政治实

践,但忽略了技术发展、制度演变对空间—权力关系的影响.② 从技术角度

看,国家对地缘空间的利用方式受到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这种认知限

制也反映在战略理论方面.例如,受到交通和基础设施技术水平限制,一些

长距离铁路建设传统上被视为无利可图的政治投资行为,这也是 “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合作经常遭受质疑的原因.从制度角度看,西方地缘政治理论

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往往暗含强国对其他区域的支配关系,③ 这不仅不能有效

—２６—

①

②

③

DanielRusselandBlakeBerger,“Weaponizing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siaSociety
PolicyInstitute,September２０２０

PeterJTaylor,“Geopolitics,PoliticalGeographyandSocialScience”,inDavid Atkinson
andKlaus Doddseds,GeopoliticalTraditions:CriticalHistoriesofa Centuryof Geopolitical
Thought,London:Routledge,２０００,pp４０３Ｇ４０８

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
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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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当前国际制度对强国的约束,也忽略了合作伙伴国的能动性.
二是目标竞争性.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往往强调地缘空间作为一种资源的

有限性和排他性,进而引出国家间权力冲突的必然性和持续性.在此认知基

础上,对 “一带一路”的分析往往质疑中国经济合作的目的,强调中国与西

方国家的竞争,以及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对抗.具体而言,西方地缘政治

理论的竞争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世界秩序的权力等级特征,事

实上将国际格局分为少数 “主导”国家与 “被主导”的其他国家;二是强调国

家对关键地域、战略资源的排他性控制,以及对竞争对手的限制;三是强调国

家间合作关系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认为国家间难以建立长期有效的互信机

制.因此,在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语境下,相互依存关系也可能被 “武器化”.①

三是要素对立性.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往往强调不同地缘空间围绕特定政

治、经济、文化功能产生的竞争关系.跨国合作、海陆地理要素间的合作在

全球化时代以前便已存在,但往往受到大国竞争思维的限制,这使很多理论

淡化了陆、海地缘要素在经济生产、社会交互领域的协调互补性.即使在天

空、太空、虚拟空间、脑空间等待开发空间领域逐步涌现后,② 相关地缘政

治研究也仍集中于军事和安全领域,研究议题无法脱离 “封锁—反封锁”的大

国竞争基调.地缘政治理论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阐释带有一定的要素对立色

彩,使得一些研究将中美竞争视为向海洋扩张的陆权国与传统海权国家之间的

对抗,③ 并因此将 “一带一路”实践视为中国 “掌握交通枢纽”与美国 “对华海

洋封锁”之间的对抗,过分夸大了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的中美竞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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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绍锋:«国家间商品贸易的武器化与反武器化»,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６期,第

７０~９１页;丁泰夫、高飞:«“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为

例»,载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８１~１０７页.

EugeneRWittkopf,Christopher MJonesandJrCharles WKegley,AmericanForeign
Policy:PatternandProcess,NewYork:StMartin’sPress,２００８,p５３８;何奇松:«国际太空活

动的地缘政治»,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７~１３页;张怀民、郝传宇:«从地缘政治

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看其发展趋势»,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５２~５７页;肖裕声主编:
«２１世纪初大国军事理论»,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１~４８页.

DavidHale,“China’sGrowingAppetites”,TheNationalInterest,No７６,２００４,pp１３７Ｇ
１４７;James RHolmesand ToshiYoshihara,“TheInfluenceof Mahanupon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ComparativeStrategy,Vol２４,No１,２００５,pp２３Ｇ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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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时代复合型地缘关系的理论逻辑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类开发利用地缘空间的方式,提

升了经济活动效率和规模,① 极大加强了不同地缘空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不

同区域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交流.不同地缘空间及其对应权力由此发

生跨维度的相互纠缠,全球地缘关系因而从地缘政治向复合型地缘关系逐渐演化

(见图２).数字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地缘空间结合,由此产生的生产和流通

形式的变化则带来新的地缘权力,这两方面变化共同塑造了新的空间—权力关

系.在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关系实践时,有必要从数字技术发展对地缘

空间的塑造作用出发,建构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复合型地缘关系理论.

图２　数字时代复合型地缘关系的理论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数字时代地缘空间—权力逻辑关系的演变

在传统的国家间地缘关系理论中,为了扩大地缘权力,国家往往需要扩

大对地缘空间的控制,确保本国能够独享或是控制基于这些地缘空间所进行

的生产活动.例如,１９世纪至冷战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往往表现为限制对手利

用地理空间的 “排他性空间控制”.在数字时代,空间控制仍然是地缘权力的

重要来源,支撑主流地缘政治理论的地缘空间—地缘权力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仍

然成立.然而,数字时代的生产流通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空间—权力逻辑

关系,使得空间争夺不再是地缘关系的主要内容.总体而言,数字技术对生产

流通方式的改变体现在三个方面,三者共同推动空间—权力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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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umanaBukhtandRichard Heeks,“Defining,Conceptualisingand MeasuringtheDigital
Economy”,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ResearchJournal,Vol１３,No２,２０１８,pp１４３Ｇ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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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数字技术进一步助力和推广全球化生产模式,跨国合作对于国家

生产和获取资源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由于各国利益纠缠加深,以及区域间

联通渠道日趋多元化,大国对单一区域、单一维度地缘空间 (如陆权或海

权)的控制已不足以阻止他国参与生产和流通,部分小国甚至能够对大国的

生产和流通形成一定限制.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地缘空间控制无法有效转化

为权力关系.与之相对,对地缘空间进行深度开发、提高互联互通水平的重

要性有所上升.复合型地缘关系强调人地关系的多元化,强调通过合作建设

交通枢纽主动塑造和开发全球地缘空间.这种空间开发必须由处于基础设施

网络沿线的各国共同完成.因此,发展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结盟和占领,
成为大国扩展影响力、拓展跨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路径.

其二,数字技术改变区域间相对距离,导致国家影响范围变化.在数字时

代复合型地缘关系中,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通信技术发展在不同区域间形成

超越传统地理界限的聚合效应.例如,一些率先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区域可

能成为国际枢纽,国家通过开发而非控制获得了影响跨国生产和流通的地缘权

力.同时,由于围绕特定人地活动 (议题)的远距离跨区域联系趋于强化,超

越地缘空间限制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网络逐渐成形.不同国家需要协

调合作以对特定人地活动进行分段管理,不同议题也需要不同的国家组合参与

治理,这使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分议题开放合作的特征.因此,当代国家间地缘

关系在结构上趋向网络化,一些产业、领域出现超越地球空间限制的国际合作

格局,国家间关系 “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征日益明显,即使盟伴间也可能在部

分议题上对抗,而相互竞争的国家也可在特定议题领域开展合作.

其三,数字技术带来对生产和流通至关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

以及新的 “社会必需品”,这些产业、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流通往往需要跨

国合作,由不同国家分别提供技术、资金、研发人才、土地、廉价劳动力等

资源;即使一些发展水平较低、在跨国经济合作中处于不利谈判地位的国

家,也能凭借更加低廉的人力成本、更加友好的投资政策,在新产品生产中

获得议价权.一些知识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服务业更离不开跨国生产合

作.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实验室研发往往集中在少数美国科技企业,但配套

硬件往往需要国际支持,用于训练的语料数据则来源于用户国家.诚然,新

产业的跨国生产流通是不平等的,由部分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主导.例如,美

国有能力拒绝他国参与数字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使用),因而将对数字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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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转化为大国权力斗争的筹码.但是,这种主导并非垄断性的控制———美国

无法完全阻止相关国家用户直接或间接使用其数字服务.此外,由于数字技

术具有巨大潜力,某些领域的技术创新甚至可能由一些小企业主导,这使美

国并不具备对数字产业的绝对优势,其他国家可能追赶甚至后来居上.相比

传统地缘空间,在数字空间建立排他性地缘权力的难度更高.究其本质,数

字空间本身是一个超越传统地缘空间的概念,因此也超越传统主权管辖范

围,它对传统地理空间进行赋能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对相关地缘空间的利

用方式,使得对地缘空间排他性控制的重要性下降.
(二)数字时代地缘空间的权力多元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一维度、区域的地缘空间也呈现出 “权力多元性”

特征,由单一国家控制特定地缘空间的模式不再是权力产生的唯一模式,国

家间合作成为地缘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形式.
整体来看,地缘空间的权力多元性包括两层意涵.第一,在针对特定地

缘空间的开发合作中,参与合作的各方均可对同一片区域施加影响,其权力

在地缘空间内实现共存.诚然,在某些地缘空间,主权宣示和行政管辖仍然

是产生和垄断地缘权力的主要方式.但在世界大多数区域,跨越空间维度、

联通不同区域的复合型地缘网络日益完善,形成了一种由空间拥有者和技术持

有者共享的多元型地缘权力.当前,全球化生产模式进一步放大了基础设施建

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本身地缘禀赋、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也可通过

嵌入数字化跨国生产提升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甚至挤压传统地缘枢纽和资

源密集型地区的话语权.技术和生产力的转化为地缘权力的构成提供了新的维

度.第二,在对特定地缘空间的控制管理上,单一国家的垄断控制力受到削

弱.这是因为,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人类利用陆、海、空地缘空间的方式发生

一定改变,对人地关系的管理呈现一些新特征、新需求.即使拥有军事、技术

优势的大国,也难以在所有主权空间、所有利益相关议题上维持 “单一空间、

单一管辖者”的模式.同时,国际社会涌现出许多无法仅仅通过国家间谈判解

决的问题,国家行为体可能需要向包括专业组织、国际机制、企业在内的其他

行为体让渡部分权力.国际合作日益呈现地缘开放性,国际机制往往根据需要

“扩员”和引入新成员.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也可能同时参与多个功能重

叠、但成员范围存在差异的国际机制.虽然这些机制在功能上存在竞争,但它

们并未形成类似传统地缘政治同盟的排他关系和零和博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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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维度来看,陆、海、空地缘空间在数字时代发生的如下变化,导致其

地缘权力多元性特征加强.第一,数字技术改变陆地上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

重要性,因而影响地缘版图.陆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也是人类可以进

行排他性控制的空间.数字时代,陆地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开展数

字合作的基础,也是国家博弈的基础.在经济层面,人力资本密集的数字经

济往往倾向于在规模较小、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发展,① 这使得一些传统上

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城市反而成为数字化生产的枢纽,大国可以通过数

字基础设施投资塑造地缘关系,提升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在政治层

面,大国可以借助新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空间控制和开发,小国则

可以通过强化互联互通引入其他大国,利用大国间权力制衡保护自身.这些

都对既有地缘权力平衡产生影响,促使其发生改变.②

第二,数字技术促进多国参与的海洋开发和治理,不断扩展海洋地缘权

力的意涵.海洋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但其开发相对困难,即使

传统海洋强权也不能实现对海洋的实时、排他掌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

发展,海洋对各国产生的影响更加全面复杂.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跨国

经济活动日益网络化,通过海洋霸权进行航路禁运、国家封锁的成本上升、

实际效果下降.同时,跨境犯罪、生态灾害等跨国挑战对国家海洋安全的威

胁增加,这些新兴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数字空间和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跨

境活动,其实时监管也需要基于数字空间的跨国监督和跨国合作.即使海权

强国也需要与其他海洋国家,甚至部分深度参与海洋经济活动的传统意义上

“陆权国家”进行扩大化的海洋治理合作,而这些合作在内容上往往需要以

数据分享、数字化互联互通为基础,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数据管理与分析的合

作.因此,数字技术推动海权博弈的中心日益从大国角力转向多边合作.

第三,数字技术提升人类对空域的开发利用水平,扩展空权内涵.空域

(包括太空)是人类较晚开发的地缘空间,关于空权的早期讨论很大程度上

着眼于对关键空域的军事控制权.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制空权与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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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YuPan,Li Maand Yanzhen Wang,“How and What KindofCitiesBenefitfrom the
Development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 EvidencefromtheUpgradingofExportinChineseCities”,

EconomicResearchＧEkonomskaIstraživanja,Vol３５,No１,２０２２,pp３９７９Ｇ４００７
HaryeyStarr,“OnGeopolitics:SpaceandPlac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７,

No３,２０１３,pp４３３Ｇ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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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情报分析、网电战、无人机等技术结合,成

为掌握军事政治博弈主动甚至影响对手社会认知的重要工具.从空域控制和

管辖的角度看,国家对空域的控制权之争正日益演化为网络和信息较量,数

字技术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无法确保领空安全,甚至无法行使基

于主权领空的地缘权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维护自身管辖权,国家可能需

要与他国开展空域合作,甚至主动让渡部分权力 (如分享信息、对外开放).
从经济角度看,空港在全球生产和流通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国际空域的开放

性与合作性总体上升.数字技术为物质和人员交互提供便利,高度数字化的国

际空港可以形成辐射周围区域和邻国的经济枢纽,进而塑造地缘政治格局.
(三)数字时代地缘权力的空间联动性

数字技术提升了不同地缘空间在人地活动中的相关性,也使得陆、海、
空权力呈现出联动性.无论是控制还是开发,各国与某一地缘空间的互动往

往同时影响其他地缘空间,呈现空间联动的特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活动

空间日益聚合为基于数字技术的陆、海、空复合型地缘空间,地缘权力的空

间联动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经济领域,数字技术使得部分国家获得超越自身主权范围和传统 “地

缘势力范围”的影响力,使得其他国家向其聚拢,这就是技术发展带来的

“地缘聚合效应”.一方面,数字技术加强对物流链路的实时精准管理和优

化,远程控制和无人设备等先进技术持续推动物流效率提升,为海陆空联

运、对接跨国贸易和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由此,掌握先进数字技术

的国家能够为国内中小型企业以及相对落后的国际经济伙伴提供市场感知和

风险防护.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放大了国家间权力的不平等,在削弱部分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同时,放大了发达国家的优

势.截至２０２２年年底,全世界仍有２６亿人口无法使用互联网,非洲６０％的

人口无法使用互联网.① 随着人工智能在脑力创作、技术开发、产业迭代领

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发展中国家追赶人工智能强国将更加困难.特别

是,若发展中国家丧失技术标准话语权,则其更难形成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

数字产业.因此,数字技术援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日益与国际秩序改革挂

钩,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平等发展权、推动国际政治公平化的重要诉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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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actsandFigures２０２２”,ITU TelecommunicationDevelopmentSector,November２０２２,

https://wwwituint/ituＧd/reports/statistics/factsＧfiguresＧ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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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也成为影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塑造地区权力平衡的关

键工具.通过开展多国协同参与、多国利益纠缠的地缘空间开发利用合作,国

家甚至能够改变地缘关系的竞争性质,推动地缘关系朝着合作方向发展.
在安全领域,数字技术一方面强化了国家感知态势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敌国、非国家行为体侵害国家主权的能力,对国家安全形

成多方面挑战.与数字技术伴生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网络犯罪集团、对基

础设施的远程攻击持续威胁国家安全;同时,数据资源的政治经济价值与日

俱增,而一些关乎国家主权的数据可能受到他国物理管辖,跨国政治经济活

动带来的数据和信息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由于各国在数字安全领域的技术、
资源储备存在差距,跨国活动往往呈现 “单向透明”的特征,国家间安全不

平等状况日益加深.在当前全球地缘关系中,拥有先进数字技术的国家能够

通过虚拟空间远程影响他国社会秩序,干预政府的认知和决策,破坏他国对

陆、海、空域的有效管理.对许多国家而言,数字技术领域的后发劣势将进

一步反映到传统安全领域,可能使其对陆、海、空的实际控制能力下降,甚

至在传统意义上的 “国内权力中心”层面也面临主权挑战.部分发达国家虽

然在数字技术方面拥有优势,并以此干涉他国内政,但也同样面临非国家行

为体带来的非对称安全风险,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和网络空间的拓展,

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新的安全威胁.当然,这些挑战也可能成为国家间展开治

理合作的新抓手.

在国际治理领域,数字空间模糊了主权地缘空间和 “国际空间”的边

界,形成国内外空间联动.这使得一些传统上属于主权管辖范围的议题日益

体现跨国性特征,给国家间政治带来多方面影响.其一,通过加强主权空间

监管的时效性和透明度,数字技术强化了各国对地缘空间的主权意识,以及

三种主权空间在国际治理对话中的身份一体化,以维护主权为中心的国家间

政治扩大到传统上被视为 “去政治化”的治理领域.其二,数字技术导致虚

拟空间的产生和扩大,虚拟空间主权之争日益激化,进而塑造各国在跨国治

理领域的主权竞争态势.虚拟空间目前缺乏公认的国际标准和明确的国家主

权边界,但又对国家的主权空间产生切实影响,因而成为各国探索规则和行

为边界的前沿领域.由于虚拟空间的强连接性,一些对数字空间的主权声索

和长臂管辖将客观上侵犯他国权益,甚至侵害他国主权空间.其三,数字时

代涌现出新的治理议题,一系列国际标准,尤其是涉及新兴技术的标准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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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各国共商.部分先发国家不但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主动权,甚至拥有打压

其他国家、组织并阻止其在特定地缘空间开展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日益

成为影响陆、海、空的新型地缘权力.
最后需要指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深化与区域间合

作的纵向、横向发展,全球政治也根据具体议题出现多层分化,同一时间的

不同议题可能呈现多样化的地缘权力版图.例如,在传统地缘政治中竞争影

响力的国家可能在经济、治理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这使得国家间地缘关系更

加复杂化.国家和区域间日益呈现密切、多样的联系,其关系不一定体现为

简单的资源争夺和零和博弈.同时,同一个国家在军事、经济、社会等不同

领域的跨国合作网络中可能占据不同的中心—边缘位置,面对不同的国际权

力分布.由此,全球地缘关系从侧重权力争夺的地缘政治转向既竞争又合

作、大小国家广泛参与的复合型地缘关系.

四、复合型地缘关系视域下的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

共建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其他共建国基于特定地缘空间环境开展的功

能性合作.① 从地缘空间的角度出发,该倡议的实践事实上突破了传统意义上

陆、海地缘要素的边界限制.从地缘权力的角度出发,该倡议展现了利用基础

设施建设为共建国赋能,通过合作塑造地缘政治权力,构建国家之间平等互利

地缘关系的模式.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背

景下人地关系的演化,同时,它本身也呈现出塑造地缘关系的能力.因此,共

建 “一带一路”实践为复合型地缘关系理论框架提供了实例支撑.
(一)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地缘开放性

在复合型地缘关系下,跨国经济活动不再受限于区域地理边界.共建 “一
带一路”随着世界各国的加入和共建合作的加深而不断拓展,形成了权力多元

的合作网络,其在地缘空间和地缘权力层面的开放性有如下体现.
第一,“一带一路”框架在机制建设之初就带有非竞争、非排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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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泽林:«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６期,第７０~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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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① 部分西方学者将 “一带一路”倡议理解为中国应对美国战略布局的

“突围”和 “再平衡”,强调倡议的战略意义和政治竞争性,以及中美与第三

国合作倡议的竞争性.② 但事实上,全球各国、国际组织均能够通过签署

“一带一路”相关备忘录 (MoU)自愿参与该合作框架.共建 “一带一路”
也注重与共建国家、国际组织发展规划的对接.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２０２５»、非盟 «２０６３年议程»对接,与欧盟 “欧亚

互联互通战略”保持积极接触,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印尼 “全球海

洋支点”、越南 “两廊一圈”等国家发展计划对接.支撑 “一带一路”的开

发性机构也呈现高度国际化特征.例如,一些目前未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的欧洲国家通过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间接参与 “一带一路”
相关发展项目.这使得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涵盖范围大大超出了传统地

缘政治意义上的 “战略要地”,在结构上体现为遍布全球的、覆盖多个空间

维度的复合型网络.
第二,共建 “一带一路”机制的组织结构相对灵活,其在全球地缘关系

中的权力 (影响力)更多来源于共识.共建 “一带一路”以倡议形式设置合

作议题,不设置强制性目标、标准和行动纪律.共建 “一带一路”采取相对

开放的合作模式,鼓励共建国家、国际组织发挥能动作用,而非设置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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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３
期,第４~１４页.

SeeDanielRCoats,“Worldwide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

ArmedServicesCommittee,UnitedStatesSenate,March２０１８,https://wwwarmedＧservicessenate
gov/imo/media/doc/Coats_０３Ｇ０６Ｇ１８pdf;JuanCardenal,etal,“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
Infue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December ２０１７,https://wwwnedorg/wpＧ
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７/１２/SharpＧPowerＧRisingＧAuthoritarianＧInfuenceＧFullＧReportpdf;Devin Thorne
andBenSpevack,“HarboredAmbitions:HowChina’sPortInvestmentsareStrategicallyReshaping
theIndoＧPacifc”,Center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 April ２０１８,https://static１squares
pacecom/static/５６６ef８b４d８af１０７２３２d５３５８a/t/５ad５e２０ef９５０b７７７a９４b５５c３/１５２３９６６４８９４５６/Harbored
＋Ambitionspdf;SewartMPatrick,“BeltandRouter:ChinaAimsforTighterInternetControls
withDigitalSilkRoad”,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July２,２０１８,https://wwwcfrorg/blog/

beltＧandＧrouterＧchinaＧaimstighterＧinternetＧcontrolsＧdigitalＧsilkＧroad;SamParkerandGabrielleCheftz,
“DebtbookDiplomacy:China’sStrategicLeveragingofItsNewfoundEconomicInfluenceandthe
Consequencesfor USForeign Policy”,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y ２０１８,https://www
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debtbookＧdiplomacy;马建英: «美国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

反应»,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４~１３２页;李莎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 “一
带一路”倡议认知———一项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载 «德国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９~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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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影响力权重、明确由部分国家主导的专门机制,也不谋求推动带有明确边

界的 “经济一体化”.① 共建 “一带一路”强调与亚太经合组织、中阿合作论

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的对接,整合利用现有平台处理区域事务,
将国际和区域组织的部分决议纳入 “一带一路”建设内容.② 这些制度设计

反映了共建 “一带一路”在求同存异、塑造共识方面的积极探索.
构建复合型地缘权力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共建 “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争端

解决机制探索.传统经济合作机制中的争端仲裁往往带有一定倾向性,是合

作主导国维护有利贸易地位和开放贸易的手段.例如,美国在美墨加协定

(USMCA)等贸易框架下绕过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第三方仲裁机构,
推行以美为主的单边裁判和制裁.③ “一带一路”实践则提供与共建国家所在

环境、司法传统和司法能力相配套的争端解决方案,体现了对各国经济管辖

权的尊重.例如,４２家境内外仲裁机构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联合发布于２０２３年

９月启动的 “一带一路”仲裁机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成员涵盖３９个合作方

(包括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４家国际仲裁机构和有关争议解决组织).④

(二)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地缘聚合效应

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

地缘聚合效应.通过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将更多国

家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不仅对共建区域进行数字化赋能,而且以共建区域为

核心,形成复合型地缘枢纽,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这种地缘聚合效应体现

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对部分周边国家产生正外部性.共建

项目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助力所在国发展的同时,也让其他周边国

家享受发展红利.例如,韩国企业可通过连云港—波兰等中欧铁路线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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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乐:«共建 “一带一路”十周年与中国特色外交创新»,载 «国际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第３~２１页.

李丹: «“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载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３６~１４５页.
白洁、苏庆义:«‹美墨加协定›:特征、影响及中国应对»,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６

期,第１２３~１３８页.
潘洁:«“一带一路”仲裁机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启动»,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２３年９月

７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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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至欧洲市场;① 随着 “中欧＋澜湄快线”等货运线路开通,东南亚国家

获得了向欧出口的新路径.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还使部分港口的重要性上

升.以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为例.自２０１６年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

公司接手港口运营以来,该港发展为地中海沿岸第一,欧洲第四大综合性港

口.② 这些项目甚至能够辐射到目前尚未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国家,

对区域经济起到整体带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塑造区域和全球经济版图.需要

指出,上述基础设施升级和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密不可分,数字

化控制能够提升交通枢纽的管理规模和服务水平,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本身就具有跨国境的特征,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网

络信息服务也可向其他国家提供,这进一步扩大了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

地缘影响力.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吸引更多周边国家自愿参与,

基建网络不断向外辐射.以中东欧经济合作为例.中国在２０１４年前后最早

与匈牙利、塞尔维亚两国开展 “一带一路”合作,三边合作建设匈塞铁路.

随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如克罗地亚的佩列沙茨

大桥、泛欧５C走廊高速公路波黑查普利纳段项目、黑山南北高速、北马其

顿米拉蒂诺维奇至斯蒂普高速公路等.这些项目不仅为当地社会带来便利和

就业机会,而且促进区域内评估机构、环保机构对涉华工程项目的当地参

与,为区域内更多国家了解和参与 “一带一路”合作提供机会,增强共建国

家抵御地缘政治生态恶化的政治韧性.尽管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政治、美国

对欧意识形态游说都对中欧经济合作产生冲击,上述国家仍坚持中欧合作.③

需要指出,数字基建和电子商务水平提升对中国与该区域的贸易流量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④ 中国倡导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对中国国内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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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伟健:«“韩国—中国—波兰”国际班列首次整列发出»,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６
日,第１１版.

颜欢、姜宣、谢佳宁:«港口合作,支撑区域协同发展»,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０
日,第１８版.

刘作奎:«中东欧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十年:进展与前景»,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５６~６５页.
陈继勇、刘燚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贸易潜力的影响»,载 «世界经

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９期,第４１~５４页;毛艳华、邱雪情、王龙:«“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与共建国

家全球价值链参与»,载 «国际贸易»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１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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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尤其是区域间平衡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三,“一带一路”实践搭建政策协调和交流互鉴平台,鼓励共建国相

互学习、合作,分享先进经验,同时也吸引其他国家加入.随着共建 “一带

一路”从个别项目走向成形的国际开发模式和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项目

对周边经济合作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使得更多国家和地区在未来

能够对接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在仲裁、税务、物

流、环保、新闻等领域设立２０多个分议题合作机制,同时设立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仲裁机构高端论坛、“一带一路”发展高层

论坛等全球性多边对话平台.① “一带一路”项目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

的发展理念,推行覆盖广泛领域和地域的全过程合作,② 并且设立了与框架

外国家合作的细化机制,如与日、韩、英、法、意等国的联合融资、共同投

资、工程采购建设总包＋投资模式合作文件.③ 在海外投资中,共建 “一带

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他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促进了中国

企业与其他投资方的合作.此外,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还提出 «“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等倡议,在反对基于地缘政治建立 “经济

壁垒”的同时,共同推广数字时代的开放式全球经济,促进 “一带一路”的

跨区域开放式合作模式在世界各地扎根.
(三)数字丝绸之路与陆、海、空域的联动发展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对国际贸易运输方式、物流网络和通道体系进行

优化整合,由此,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带动了陆、海、空域的协调发展.通

过多空间维度联动发展,复合型地缘关系得以形成,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推动基础设施串联、赋能跨国产业链.跨

国经济合作对参与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地缘临近性和制造能力.④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现代基础设施缩短了相对距离,提升了制造业规模效应,
从而放大了跨国合作的红利.以陆地运输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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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文成:«机制化建设助力 “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载 «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日,第

１２版.
徐秀军:«全过程合作学理阐释与 “一带一路”实践逻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３年

第９期,第２~２６页.
苑希、孟寒、祁欣: «共建 “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经验与展望»,载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６９~８０页.
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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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中欧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欧铁路已开通８６条线路,辐射

欧洲２５个国家的２１７个城市、亚洲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１００个城市.①

这些基建虽以新亚欧大陆桥和西伯利亚大陆桥等既有交通设施为基础,但自

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加快基础设施网络的

数字化进程,推出包括国际联运办理流程电子化、跨国信息共享和监管对

接、“数字口岸”建设、中欧班列信息集成平台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依

托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与更多内陆城市和区域直接连结,在

降低运输成本和加快物流速度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凸显铁路系统稳定性高、
平均碳排放低的竞争力优势.“数字丝绸之路”同样带来跨国贸易模式上的

革新.以东南亚数字经济为例.中国与东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对接,马来西

亚数字自由贸易区加速中国企业、东盟企业与世界各国的产业连接,并在新

冠疫情期间成为跨国生产销售的重要渠道.②

第二,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带动陆、海、空联动发展.在数字技术赋

能下,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提升了关键交通枢纽的物流协调调度能力,完

善了跨国海陆联运网络.例如,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
安提瓜和巴布达圣约翰深水港等港口都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大规

模扩建,分别成为地中海、西非和东加勒比地区的航运中心和海陆交汇枢

纽,辐射内陆地区.中国企业在巴西桑托斯港、巴西巴拉那瓜港等地的投资

加快了当地农产品、能源产业链整合,与能源、电力、交通、信息技术等方

面的中国投资一道,共同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还积极推动东南亚国

家间联通,中国—老挝—泰国铁路网、中缅曼德勒—皎漂铁路等项目持续推

进,未来可能对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物流联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空中

丝绸之路”也促进了跨区域物流整合.例如,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推动中

企参与埃塞俄比亚博莱国际机场、多哥埃亚德马国际机场、赞比亚卡翁达国

际机场等区域枢纽建设,支持了上述区域交通枢纽辐射周边区域,促进非洲

市场与横贯欧亚的复合物流网络相连接.
第三,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依托数字技术,提升物流、结算、通信和

管理体系水平.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推动了配套物流体系软、硬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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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萍、卢泽华:«中欧班列谱写丝路新传奇»,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日,第１版.
姜志达、王睿: «中国—东盟数字 “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９期,第８０~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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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式联运 “一单制”规则与相关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的对接,促进了

公、铁、海联运模式的发展.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不仅推动了跨国物流公

共信息服务体系、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追溯体系、全链条动态检测体系等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还推进了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加快了国家、区

域、产业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和管理透明化.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还助推

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了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在共建国家的应用,通过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 “五通”推动数字人民币

的跨境流通.人民币数字化在提升贸易便利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共建国家在

国际支付方面的选择,提升了共建国家主权货币应对数字加密货币冲击的能

力.① 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还依托数字技术促进创新、提升社会福利和教

育水平、完善数字经济生态,从而建立双向互利、共同进步的发展合作模

式,进而辐射多个产业.② 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使得更多国家成为跨国经

济活动的节点,跨国经济活动的 “去中心化”给全球地缘政治带来了不容忽

视的影响.

五、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与未来地缘关系的发展

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共建国家对新型地缘关系的共同探索,它

反映了全球地缘关系朝着复合型关系发展的自然演变,同时也持续塑造全球

地缘关系,推动复合型地缘关系的全球发展.
(一)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对复合型地缘关系的塑造

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回应了许多国家关于改革传统地缘政治体系下全

球政治经济关系的诉求,树立了以合作促发展的榜样,激励了更多国家探索

复合型地缘关系下的和平发展模式.
第一,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各国探索大国共存、大国与小国平等

行使地缘权力、各国共同开发地缘空间的互动模式,共同塑造未来的地缘关

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动荡、地缘关系可能出现冷战式阵营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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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科:«共建 “一带一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载 «经济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５
版;刘晓欣:«数字人民币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分析»,载 «人民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２６期,第８６~９１页.

伦晓波、刘颜:«沿着数字 “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载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１期,第６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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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以开放式倡议和组织架构践行国际治理的开

放、包容原则,不依据假想敌、意识形态标准和地缘政治目标选择合作伙

伴.一项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间多语种媒体、涵盖６５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

家的研究显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间政治中的影响整体中性,即

使一些与中国存在矛盾的国家也可参与合作.① 另一项针对超过１７０个 “一
带一路”成员和非成员的研究则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不具备显著的地缘

政治属性,并未偏向传统地缘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② 传统经济开发组织同

样具有促进国际贸易的互利特征,但往往客观上强化了不平等的经济相互依

赖关系,事实上有助于部分大国对他国进行经济控制.共建 “一带一路”实

践则体现出义利相兼、先义后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为探索非排

他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做出了尝试.

第二,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通过枢纽建设和数字化赋能提升发展中国

家的地缘权力,促进跨区域、网络化发展,提升发展的公平性.经济全球

化、信息革命和数字技术能够深刻改变地缘政治版图,大国区域影响力之争

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合作方案的竞争.基于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参与跨国供应链、产业链以及实现发展和追赶的机会,这更加突

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对于两者的重要性都在上升.同时,数字基

础设施合作对投资所在国的产业生态、教育研发体系提出要求,这意味着空

间开发合作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铁路和港口建设,更多涉及 “小而美”

的惠民生项目、教育创新合作.因此,大国为争取合作伙伴而展开的竞争也

得以更好地渗透社会,成为惠及民众的良性竞争.

第三,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持续扩大复合型跨区域互联互通,通过改

变相对距离塑造地缘关系新格局,扩展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共建 “一带一

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伙伴国,借助数字技术赋能的陆、海、空联运

打造跨区域经济网络,并与既有基础设施体系、区域合作机制对接.共建

“一带一路”通过地缘聚合效应和开放式制度设计,使得周边国家能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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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engZeng,“DoesMoneyBuyFriends? Evidencefrom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JournalofEastAsianStudies,Vol２１,No１,２０２１,pp７５Ｇ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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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打造的国际物流网络、参与到数字化跨国生产中

来,这体现了 “一带一路”合作网络的空间拓展性,确保了该倡议在未来国

际制度竞争中的长期活力.地缘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与基础设施升级和数字

技术进步关系密切:数字技术显著提升联运模式的效率,加强交通枢纽的物

流管理效率,同时进一步拉近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相对距离,成为协调陆、

海、空经济活动的关键.随着数字空间的进一步发展,陆、海、空地缘空间

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将日益凸显.

综上所述,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是基于共同发展理念的和以数字化基

础设施建设为依托的合作网络,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有助于国家间的地缘

权力多元化和不同区域的地缘空间互联互动,进而推动全球地缘关系朝着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二)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塑造复合型地缘关系的不确定因素

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在塑造全球地缘关系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然

而,“一带一路”建设仍处在持续发展当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挑战.

因此,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推动构建复合型地缘关系仍面临一些不确定

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共建 “一带一路”仍然面临排他型合作倡议的竞争.尽管共建

“一带一路”不设置假想敌,但部分欧美发展倡议,尤其是七国集团的 “重
建更好世界”倡议仍然将 “一带一路”倡议视为竞争对手.① 以 “蓝点网络”

为代表的部分发展合作倡议和以美国半导体同盟 (SIAC)为代表的关键产

业同盟往往设立意识形态导向的技术标准,设立具有地缘政治竞争意味的审

查机制,将中国排除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之外.② 尽管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整体呈扩大趋势,但个别共建国中止 “一带一路”相

关合作,或是在部分产业、领域重回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了 “一带一路”局

部合作网络的进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排他性倡议的理念竞争仍在持续,

节点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合作倡议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缘关系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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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haoZhao,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ChinaＧUSStrategicCompetition”,China
InternationalStrategyReview,No３,２０２１,pp２４８Ｇ２６０

例如,“全球门户”计划通过资格审查和过程监督,确保法治、人权、劳工等领域符合欧盟

标准.参见吴昊、杨成玉:«欧盟 “全球门户”战略及其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载 «国际问

题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５８~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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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发展,这导致对节点国家对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上升.
第二,数字技术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方向尚不明确.数字基础设

施可能帮助边缘地区完成产业转型,进而实现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公平

化,但也可能放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维护后者的政治经济

优势.数字技术有可能巩固传统地缘政治秩序,这体现在:一方面,发达国

家在数字技术研发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先发优势,数字技术可能放大

部分传统经济中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可能强化强权对其他国

家的干预能力,使得数字霸权继续主导地缘空间跨国开发合作.数字时代的

地缘政治仍可能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出现与互联互通水平高度相关

的 “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区域.即使地缘层面相邻的国家也可能呈

现政治、经济、社会分化,形成新的不平等.这对地缘关系、区域国别研究

者提出新的挑战,区域、全球不平等的演变趋势仍有待学界观察并提供解决

方案.

第三,数字技术带来新的风险,削弱国家主权,对共建 “一带一路”形

成阻碍.当前数字空间仍处于发展、扩张和变化的阶段,其性质随着技术发

展不断变化,这也导致陆、海、空复合空间的结构和边界持续演变.在数字

空间,“人地关系”的内涵正不断扩充.此外,数字技术使得国内外区域呈

现出超越主权边界的联通性,削弱了国家对主权领土的控制力.当前,数字

空间活动存在大量管辖权争议,一方面放大了数字技术强权采取单边 “管
辖”措施、干扰他国经济运行的能力,另一方面导致即使数字技术领域的先

发国家也不具备稳固的空间控制力,跨国犯罪活动难以治理,人工智能等技

术发展也将带来空间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加之数字资源和服务的产权与实

体资源的排他性产权存在一定区别,对数字空间的控制、防御、竞争可能与

地缘空间存在更加深刻的差别,有待国家安全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六、结　论

地缘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地缘政治理论始终是研究这一倡议的重要视角.一些学术与政策研究重点强

调该合作倡议的 “地缘政治属性”,并套用既有地缘政治理论解读 “一带一

路”相关合作项目,将其与 “马歇尔计划”等带有明确地缘政治目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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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进行类比,误导了国际社会对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的认知.
从历史来看,基于早期陆权、海权理论的地缘政治理论在过去一百多

年中不断发展完善,不少论点和推理阐释了当代国际政治活动背后的地缘

政治逻辑.但是,既有理论均受限于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技术条件,在

应用于 “一带一路”实践相关讨论时可能扭曲对部分合作案例和合作模式

的性质判断.从现有研究看,对 “一带一路”的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带有明

显局限性,将 “一带一路”实践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势力范围扩张进行简

单比较,用历史上西方列强的单一空间控制解释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

合作,忽视了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改变对当代跨国经济合作模式的影响.
一些研究甚至暗含政治目的,有意抹黑 “一带一路”倡议,宣称其带有所

谓 “中国中心主义”和 “新殖民主义”色彩,将其视为中国搞地缘政治博

弈和对抗的工具.
作为一项数字时代的国际合作倡议,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涉及的合作

内容、合作领域、合作区域反映了全球地缘关系朝着复合型地缘关系发展的

过程.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以超越传统海权和陆权地缘划分的地缘开放式

合作,以及依托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合作为鲜明特征,两者反映了数字时

代人地关系、区域间合作关系的重要变化.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依托数

字化基础设施塑造全球地缘关系发展,任何具有合作意愿的国家和地区都能

够参与到 “一带一路”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与物流网络中来,不断产生和溢

出地缘聚合效应.共建 “一带一路”联通地缘禀赋各异的共建国家,打破了

根据 “实力圈”划分国际阵营的传统地缘政治做法,积极探索与其他强权在

发展领域和平共存的方式.
当前的国际关系同时受到大国竞争加剧和科技快速发展两方面因素的影

响,地缘关系研究需要对新现象做出调整和改进.共建 “一带一路”实践给

地缘关系研究带来了多方面启示,为改良主流地缘政治理论、构建基于空间

联通的地缘关系新理论提供了有益思路.随着数字空间的扩张与发展,数字

空间控制的形式、途径与传统地缘空间争夺呈现出一定差异,未来数字空间开

发的非零和特征有可能更加显著,数字空间可能需要各国联合管控和利用.随

着科技进步,数字空间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将为大国在数字和地缘空间的共存作出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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